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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杨东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134) 

摘要：延安时期，中共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主体而崛起的数量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既是乡村建设的政治参 

与者，又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这种新的角色，使他们既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拓展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威，又 

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乡村社会中的既有传统。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基层参议员是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他 

们在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以参议会为主要制度基础，将乡村建设与民主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 

全方位的乡村改造和社会革命并举的乡村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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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可谓是革命与乡村 

社会的结合达到最佳状态的历史时期，也是乡村建设 

的延安方针与中共革命的延安道路实现了并行不悖、 

难分轩轾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共通过重构基层 

社会的权力结构体系而产生的基层参议员，成为中共 

在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尽管也 

有些著述对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进行过考察，但是 

很少将基层参议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翔实而细致的梳 

理。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社会中，通过选举 

产生的参议员至少在数万名以上。如此庞大的参议员 

群体，他们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从实际历史事实 

观之，也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参议员在乡村建设过 

程中做出了富有成效的业绩。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基 

层参议员与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作一粗浅的探讨，以 

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 

基本状况 

中共自其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摧毁旧的制度、 

建构新制度的历史。抗战以来，中共通过民权主义作 

为旗帜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基层民主选举，以重塑基 

层社会的权力主体。在此过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动 

员，以直接民权的形式整合基层社会，最终在“自由 

选举，选举好人”的方针下，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控 

制与整合，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乡土社会认同感的“好 

人”——参议员。参议员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表，成为 

新的制度格局下的新型权力结构主体。 

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 是按照边区所属各县、 

乡的自然村数或居民小组以及人口规模来选举的。根 

据相关资料显示，每届参议会所选举的基层参议员至 

少都在 3~4万名左右。基层参议员之所以占据着绝大 

多数比例，因为基层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堡垒，广泛选 

举基层参议员，通过他们代表民众行使权利、检查政 

府工作，是边区政府践行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原则。 

与此同时，边区政府根据广大农村极其分散、社会关 

系异常复杂的客观形势，在乡一级又实行“固定代表 

制” 。即按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地 

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 

之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由此也就决定了基层参 

议员需要更大数量的规模，才能实现这种“固定代表 

制”的模式。另外，通过选举大量的基层参议员，也 

有利于边区政府所倡行的乡村自治。 

从基层参议员的社会阶层及其出身来看，根据相 

关资料统计表明，贫农和中农是基层参议员的主体构 

成。但是随着普选运动的渐次展开，其社会构成也有 

了很大的扩展，不仅有少数民族和工人、妇女被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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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而且相当一部分地主士绅也被选为基层参议 

员。特别是“三三制”模式施行以后，参议员的社会 

构成与阶级成分有了显著变化，不仅有国民党员，也 

有不少哥老会成员。在这些参议员群体中，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妇女和士绅群体。 因为将他们选为基层议员， 

不仅体现了基层民主的广泛性，同时也是中共为适应 

战时局面和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政 

策措施。当然，由于陕甘宁边区既有老解放区，也有 

刚接管过来的新区，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也并不完 

全相同。而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共在重塑基层社会权力 

结构主体过程中的一些鲜明特点。 

毫无疑问，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既不同于西 

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也有别于国民党的宪政制度。 

它是在战时条件下，通过重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主 

体，并依据战时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而建构的政治与 

社会管理体制。由此而形成的基层参议会制度和参议 

员群体， 不仅是乡村民众认识民主的一个重要信息源， 

而且也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 

里，人们不仅行使着当时条件下最为民主的权利，而 

且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 

设，使得这片曾经最为落后的地区，最终成为 20世纪 

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议政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是在基层自治的制度模 

式下展开的。故而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 

本上也体现为一种民主建设运动。因此基层参议员的 

乡村建设，首先就体现为议事管事的政治参与实践。 

在战时的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以参议会、乡 

“一揽子会” 、 “党外人士座谈会”和“群英会”等形 

式，开展广泛的政治参与实践。无论何种参与形式， 

其最终目的是如何促进生产。因此所谓的政治参与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更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进行 

生产建设。 一如任弼时所说：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尤其是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 “发动人民大 

众的积极性，使每户每人都积极地劳动，参加生产， 

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战争需要，造成行动的民主， 

这便是边区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任务” [1](265) 。因此在基 

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中，提案议案是参议员的一项重 

要工作。但是作为基层参议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 

是与基层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事务。因此，举凡社会生 

产建设、灾荒救济、妇女地位与婚姻、政府公务人员 

的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提案议案，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 

例。这些关涉基层社会的提案议案对于促进陕甘宁边 

区的乡村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互助合作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 

式。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这种组织 

形式就在西北农村地区有着广泛的运用。因此在中共 

大规模推动互助合作运动之前，通过劳动互助促进生 

产建设的提案议案就成为参议员关注的重要议题。就 

在 1937年 9月召开的延安县参议会上， 一些参议员就 

提案倡行互助合作。这一提案议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延 

安县政府的采纳，在延安县政方针和延安县民主政府 

纲领中， 都明确将互助合作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方针， 

并在救济延安境内灾民的实际行动中，以“责成互济 

会切实救济难民”的方针予以贯彻落实 [2](493) 。靖边县 

参议员田宝霖，同样在参议会上提案建议设立运输合 

作社，在促进运输业发展的同时，改变乡民的日常生 

活。这个提案不仅在靖边得到了响应，在定边县也产 

生了积极影响。经过宣传动员，定边县不到两个月， 

就组织了 262 头牲畜，集股 482.5 万元，通过运盐实 

现了发家致富 [3](259) 。由于互助合作的提案议案以及在 

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边区西北局高干会 

议上强调指出： “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 

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 ” [4](214) 

在基层参议员的提案议案中，防灾备荒也是他们 

至为关注的内容。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 

具大陆性、 高原性的干燥寒冷气候，是灾害频发之地。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参议员纷纷提案建议设置“互救 

会”组织。如庆阳县副议长任绍亭、合水县副议长杨 

正甲以及定边县白文焕、高崇珊等人分别提出议案指 

出，创办义仓可“防患未然，以备荒年救灾之用”。 

这些提案旋即得到回应，陕甘宁边区政府据此发布命 

令要求“积极劝导人民普遍创立义仓，加紧备 

荒” [5](356) 。除此之外，一些参议员还专门提案指出要 

实行灾荒报告制度。如镇原县的陈致中、杜云程、刘 

平海等参议员，针对镇原灾情严重的情况，专门提案 

要求政府对灾情存案备查。另外，一些参议员还提出 

了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应对灾荒的提案。在绥德县， 

一些参议员提案指出： “植树造林是边府之重要号召， 

近年来木材之支用日甚一日，而保护树木成绩异常不 

够。植树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又能减少水旱灾荒风沙 

侵袭。种柠条可解决部分缺乏炭烧及铺瓦屋顶。 ”针对 

参议员的提案，绥德县政府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6] 

在基层参议员的众多议案提案中，妇女地位和婚 

姻问题同样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领域。特别是一些基层 

女议员，更是在维护妇女地位和权益方面不遗余力地 

提出议案。诸如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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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严禁缠足和买卖 

婚姻的提案，在各级参议会上被频繁提及。如米脂县 

女议员在参议会上就提议指出： ① 政府应在保障人权 

的原则下， 限定结婚年龄， 女子不过 16岁， 不得出嫁。 

② 政府应多设法教育这些人， 叫他不要专为利，而妨 

碍子孙后代。③ 如果由父母包办订婚于两家者，应由 

女子选择，父母依法处办，如有聘礼，根据双方情况 

酌量办理。 ④ 寡妇改嫁时，娘夫两家不得干涉及从中 

卖钱，他人更不能收受贿赂，违者依法处办。 [7](40) 

基层参议员除了关注如何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 

展，对于一些不良的社会陋习和行为如赌博、抽大烟 

和农村“二流子”也极为重视，故而在他们的提案议 

案中不乏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如在绥德县二届参议会 

上，就有不少参议员指出： “政府提出改造二流子后， 

收效不小，但是还有些二流子没有完全改造过来，有 

碍生产建设，所以继续改造旧有二流子，以防止新二 

流子的产生和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 绥德政府提出了 

具体办法：① 由政府负责找职业；② 由大家注意抓 

紧督促，并帮助建立家务；③ 各级政府应严格禁赌， 

抓紧教育二流子，自卫军应经常检查。 [6] 在延安县， 

首先通过乡参议会当场规定若干公约，例如生产、禁 

赌、禁嫖、禁窃、保禾、治安等等，共同遵守，违者 

除须罚出羊畜或猪资外，另外接受公约的处罚——这 

是一种耻辱的处罚。按此约精神， “乃政府当局利用民 

间惯例，督促二流子参加生产的一个办法” [8](80) 。 

实际上，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不仅体现为对政府 

决策的影响， 而且还体现为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从而达到影响或改变政府的决策。所以参议员在参政 

议政的同时，还根据群众所提意见和本地区实际，研 

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一些制度法规。还有些参议员特 

别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参议员通过不同形式开展调 

查，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议案。 

如延川县参议会副议长高敦泉及县议员梁涵川，不辞 

辛苦深入民间，搜集民意然后列为八项，提供政府采 

择施行。由于这项调查提案资料非常详实，延川县政 

府亦立即加以讨论，并付诸实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 

参议员政治参与的效率和热情。 [9](813−814) 

对基层政府人员的监督与批评，始终都是参议员 

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这 

种监督与批评就更为集中。如在绥德县第二届第一次 

参议会上展开讨论时，议员们“讨论情绪很高” ，针对 

县长的工作报告，议员们更是发言踊跃，有 10人登台 

讲话。 [6] 延川县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议员们共向政府 

及军队提出了 1 475条意见， 内有民事方面的问题 482 
件，刑事问题 111 件，民众负担方面有 179 件，对各 

级政府的有 661条意见， 对军队的有 40条意见。 [9](808) 

实际上，参议员在讨论批评的过程，也是在检查政府 

工作的过程。通过参议员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与批评， 

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绝大多数都得到了解 

决。根据 1945年选举中的相关统计，在延安、鄜县、 

延川、志丹、曲子、合水、镇原、新正、新宁、赤水、 

吴旗等县提出的 21 385件问题，除一些较为复杂需要 

仔细研究的之外，已经被解决的达 17 507件，占总数 

的 81.  8%，未解决的 3  875件，占 18.2%。 [10] 特别是 

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如土地租佃、债务关系或家庭纠 

纷等，有的甚至是存在多年的， 都认真研究予以解决。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 

如果说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是为乡村建设建言 

献策，是一种“议”的活动，那么依据“议”的结果 

具体执行相应的任务，即所谓的“行” ，就是要带领民 

众积极抓建设促生产，走在群众的前面，要在各个方 

面都要做“学习、生产、武装工作的模范” 。 [11] 综观 

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 经济建设 

为促进乡村经济建设，参议员们积极行动起来， 

通过组织变工、兴修水利、创办工厂等各种途径全力 

促进乡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耙梳相关资料，有关参议 

员着力于乡村经济建设的事例俯拾即是。 

延安县裴庄乡参议员田二鸿，为促进本乡的农业 

发展，亲自组织变工和开荒除草运动。与此同时，为 

了将裴庄乡建成模范乡，王二鸿还与村民制定了裴庄 

乡村规民约，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劳动生产，真正做 

到早起晚归，家家变成勤劳家庭” 。同时要“真正实行 

储蓄，节约， 保证不浪费一粒一粟粮食， 做到家家‘耕 

二余一’” 。并且能够“改良牲畜饲养，做到经常垫圈， 

按时喂饮，确实减少牲畜死亡率” [12](59) 。通过王二鸿 

的积极努力，不仅实现了大生产运动的既定目标，使 

得裴庄乡成为边区的模范乡村。 

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方面，参议员们同样不遗 

余力。定边县参议员马海旺曾从一位四川人那里学到 

了修水利的技术，随即开始修水地。在他的指导和帮 

助下， 本村及定边渠两个村子 16户人家修水地试种稻 

谷，5 年共修水地 60 亩，其中他一家就修 18 亩，产 

稻谷 1600余斤。 不仅有效地抵御了干旱灾害，而且极 

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 [13](796) 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 积 

极开展水利建设，试办水漫地，不仅实现了粮食的增



历史·语言·教育 杨东：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251 

产，而且也保护了水土的流失，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 

赞赏。在植树造林方面，安塞县马家沟陈德发，大力 

开展植树造林发展农村副业。在陈德发的带领下，全 

村原计划植树 500株，实际植树 1 500株。 “全村出产 

的梨果，就够有水果树的 9 家人买布交公盐代金而有 

余。 ” [12](15) 

在创办民营工业方面，米脂参议员姬伯雄、姬旭 

昌、李旺荣创办的米脂万合毛纺工厂，就是其中的代 

表。万合工厂除了让工人入股，实行分红工资。全厂 

有四十余个工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学习，由厂方 

指定文化高的人担任教员，并由厂方供给课本、笔墨、 

纸张。 [14](651) 盐池县议长靳体元所创办的元华工厂， 仅 
1943年就完成了衣胎 12 000套，被胎 4 000床，毡帽 
10 000顶， 保证了供给。 同时该厂吸收了群众的股金， 

年底获得了 2 600元的红利。 [15] 

(二) 文化建设 

在陕甘宁边区的众多参议员当中，有着不少的民 

间艺人，这些民间艺人对乡村文化建设同样起着重要 

的作用。其中曲子县议员、农民诗人孙万福和新宁乡 

议员、南仓社火艺人刘志仁就是其中的代表。 

孙万福作为一名参议员，尽管一字不识但好歌善 

吟， 出口成章。 尤其是他所创作的 《高楼万丈平地起》， 

在边区广泛传唱。与此同时，孙万福还用诗歌的形式 

自编了《二流子要转变》： “二流子，馋又懒，东游西 

逛吃洋烟，把好人吃成瘦人，瘦人吃成病人，病人吃 

成坏人。吃得腿长脖子细，家里没有二亩地。公家听 

着要反对，邻家骂你没志气，婆娘骂你没脸皮。又没 

面又没米，娃娃扯住你的衣，因此一心要转变，葫芦、 

烟灯一齐拌，受奖励、勤生产，多开荒地多种 

田。 ” [16](132) 在他的帮助和教育下，许多懒汉二流子都 

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久，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歌也传遍了边区。 

新宁县乡议员刘志仁，通过对旧有的社火秧歌进 

行吸收改造，群众在新秧歌中听到了他们熟悉的和想 

知道的事迹，他们说“把现在的实情。用新曲子唱出 

来，真比听讲还美着哩”!又说： “刘志仁的新社火咋 

日鬼的，把咱们做庄稼的那一行也编了故事。 ”由于他 

每年都有新创作新的演出，使得他的社火越闹越红越 

闹越美，以致当地群众说： “宁听刘志仁的新秧歌，不 

看×××的大戏。 ” [17](291) 不仅如此，刘志仁同样针对 

乡村社会的不良习气，从文艺方面给予改造。当他看 

到村里有个青年小伙子整天游游逛逛，不劳动生产， 

刘志仁就编了个《二流子》秧歌剧教育他们。由于南 

仓民众大半参加了耍社火，所以几年来消灭了抽烟、 

酗酒、赌博、打捶等不良现象。正如周扬所说： “老刘 

除了作为一个优秀的群众艺术家以外，同时更重要的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边区公民，他心中充满了对于边区 

的热爱、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戴，时时刻刻记着为群众 

服务，为大家谋利益。不仅通过耍社火的艺术活动方 

式，也通过他能力所及的一切方式。他积极推动南仓 

村的生产运动，他教过妇女半日校，是最受欢迎的一 

个教员，他为群众编对联写对联，也进行卫生放足破 

除迷信等教育活动。同时发动了南仓群众办起民办小 

学和黑板报。在艺术活动上他也不是狭隘的只看重本 

位利益的。 ” [18](9) 

(三) 教育建设 

基层参议员在乡村教育建设方面，同样是不遗余 

力积极参与。他们一方面在参议会上呼吁建立乡村学 

校，一方面主动参与到乡村教育当中。 

合水县参议员杨正甲，为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 

带头捐款 5千元，并说服公、私商户集资 47万元，为 

学校添置桌凳，维修房屋，解决了当时学生上学难的 

问题。 [19] 同时他还动员民众响应边区政府开展文化建 

设运动的号召，很快在西华池一带办起了 7所农民夜 

校。当年冬天又转为冬学，组织群众掀起了识字学文 

化热潮，使不少“睁眼瞎”粗识了文字，有的人还脱 

了盲。靖边参议员高吉祥一方面在参议会上提出“大 

力兴办学校，动员学生入学”的提案，另一方面以实 

际行动奔忙于一村一庄动员学生入学。由于他“对家 

长学生入学有很大的感召力，一时学生入学猛 

增” [20](12) 。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参议员亲自执教，以促进乡 

村教育质量的提升。如吴堡县参议员高荣卿积极从事 

教育事业，同时积极贯彻勤俭办学方针，组织师生大 

搞勤工俭学，努力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减少政府补助 

经费；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号召师生勤动脑，勤革 

新。由于该校教学质量甚佳，不少人后来成为党政领 

导部门的骨干，有的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绥德县参 

议员张敬斋在担任绥德县立女子小学校长期间，积极 

整顿校风，废除体罚学生的旧制度，想方设法筹集资 

金，购置教学设备，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不辞劳 

苦跋山涉水，走遍全县各学校，摸清了全县的教育现 

状，为指导全盘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四) 卫生建设 

鉴于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事业极端落后的状况， 

一些参议员一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民众养成良好的生活 

卫生习惯，同时通过积极创办乡村卫生委员会和医药 

卫生合作社事业，形成了包括刘建章创办的南区卫生 

合作社、李常春创办的保健社、周岐山创办的医药合 

作社等在内的众多医药合作社。其中志丹县三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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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岐山创办的医药合作社，由于热心治病有请必到， 

经常送诊下乡。 [21](74) 清涧县参议员、 著名中医霍静堂， 

在  1942 年毅然将其药铺过半数之多的中药材投入到 

公私合营性质的清涧县人民保健药社。他一方面在家 

和他人经营药铺，一方面在保健药社坐堂义务应诊。 

从 1944 年至 1947年 1 月止，霍静堂在人民保健社应 

分股金 500多银元，但他想到保健药社底子薄，资金 

不足，分文末拿，将这笔款存在县人民政府一科的资 

金帐上，作为保健药社的发展基金。 [22](126) 

还有一些参议员努力与巫神作斗争。其中定边参 

议员崔岳瑞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崔岳瑞作为一个反 

迷信斗争的实际工作者，经过自己的宣传，在三边地 

区出现了一个什么神都不敬的村子——卜掌村。据 
1943 年调查， “在卜掌村里，只有一家有宗牌。各家 

梁上，都没有神符，都没有神位，都不信神，过年不 

烧香，有事不请阴阳，不念经” [21](37) 。为此，著名作 

家李季还专门为此创作了《卜掌村演艺》这一文学作 

品，以彰显崔岳瑞参议员的模范事迹。可以说陕甘宁 

边区乡村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这些参议员们 

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从上不难看出，基层参议员在乡村建设各项事业 

方面，无疑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正如刘景范在边区 

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边区生 

产的发展及其他各项工作的进步，是同劳动英雄和模 

范工作者运动不能分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 

动是边区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一种新的组织形 

式和工作方法。 ” [23](738) 进而言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 

建设实践，正是在这些被政府称之为“模范” 、被民众 

称之为“好人”的基层参议员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 

下，在切切实实地关涉民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中，最终 

实现了乡村建设的历史性跨越的。 

三、参议员乡村建设的特点 

纵观 20世纪前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如果说以梁漱 

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都集中在地势平坦、 

信息相对畅通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是由一些有相当文 

化素养和水准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声势较大的社会 

改革运动，那么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则是在经济 

文化都相当落后的西北地区而展开的。如果将二者进 

行比较分析，从中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 

些历史特点。 

第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由于其领导人的教 

育背景以及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认识的差异，他们所 

开展的乡村建设只是注重教育和技术的一些局部的改 

良，而并非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正是乡村建设 

运动的这种局部的改良性质，导致乡村建设运动的彻 

底失败。梁漱溟在 1935年 1月的一次讲演中也承认， 

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完成社会大改造，而非枝 

枝节节的做好事” [24](573) 。而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 

乡村建设实践， 所呈现的却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 

也就是一切从人民的生活和实际利益出发，只要不符 

合民众的生活和实际利益的都要进行改造和建设。特 

别是要对乡村社会旧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造和 

建设，以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因此， 

以全方位的建设为指导开展乡村建设，是陕甘宁边区 

基层参议员必须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第二，参议员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是以乡村自治为 

基础的。平心而论，民国时期的乡建团体也在倡行乡 

村自治。但问题的关键是，乡村自治必须是以基层政 

权建设为前提的。这是因为基层政权建设作为现代民 

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有 

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 

全面渗透的社会, 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 

监控。 [25](147) 但是这一点恰恰是乡建知识分子不具备 

的。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在与农民的革命动员紧密 

结合的同时，也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紧密结合。陕甘宁 

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起，一方面通过基层政权建设重新 

塑造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另一方面，中共又以基层 

参议会作为载体，将民主自治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基 

础。由此形成的乡村建设路径，构成了陕甘宁边区乡 

村建设的特点和优点。 

第三，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践，尤其注重乡村社 

会的互助合作。应该说民国时期乡建派也重视对互助 

合作的提倡与实施，但是乡建派所倡导的互助合作却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信用合作社上。而生产合作社所 

占比例却很小，更重要的是，乡建派的互助合作成员 

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农民，绝大多数农民则被关在 

了合作社大门之外。陕甘宁边区则将众多的农民组织 

起来开展互助合作，大大突破了旧有的只在本族范围 

内开展互助合作的习惯， 互助合作已不仅体现在开荒、 

锄草、耕种、运粪、收获等农业生产中进行劳动互助， 

而且在生产渡灾、开渠、修滩、筑坝、纺织、运输、 

家务劳动、副业生产等方面也广泛实行了互助合作。 

有的劳动互助组又发展成了劳动合作社。此时的互助 

合作运动实际上业已成为边区乡村社会生活的枢纽， 

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尤其是一些较大的综合性 

合作社，由于承担起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公益 

事业，更是成为“当地农村的核心” [5](369) 。可以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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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合作社，突破了原本作为经济组织的局限，通过 

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推动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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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senators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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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Commerce University,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Yan’an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senator groups reshaped the main village power structure. They were 
both political participant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ctive  practitioner  in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new  role not  only 
expanded  their  social  author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but  also,  to  a  large  extent, 
transformed rural society traditional. As an important democracy carrier, senators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major force in 
rural  autonomy.  Under  the  CCP  strong  social mobilization,  they  organically combined  democracy  autonomy  by  the 
council as  institutional  basis,  and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by  rural  reform and  social 
revolution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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